
伽达默尔“一体性”概念中的修辞学思想

摘 要：“一体性”贯穿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全过程，是其批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修辞学

思想的重要理论成果，集中体现了其诠释学的实践性和修辞学特征。通过分析“一体性”中的

对话伦理和语言存在规定性，可以看到，“一体性”涵盖人类的语言共同性、存在有限性和实践

理性三个维度，构成了伽达默尔修辞学和伦理学的统一形态及其问题域，是对人类共同享有

的修辞存在性的澄明。与此同时，伽达默尔将亚里士多德的友谊思想发展为一种理解形式和

对话形式，奠定了其修辞学中真正的言说与实践、知识、德性的统一形态的基础。“一体性”划

定了专家社会及其技术分工的合理范围，有效地回应了当下人类生存危机，是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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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体性”（Solidarität）是伽达默尔伦理学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意指人类共同的生活形式，即人类固

有的生活整体性。“一体性”先于任何认识活动及对象，不属于某种实践目的，是每个人共同分有的存在

论规定。承认“一体性”，就是承认正义的所有可能形式和其必然性，就是回归言说的普遍性及其对人

类的先在“拥有”。由此可知，道德共同体和对话共同体都符合“一体性”的必然性要求。意识到“一体

性”的固有存在至关重要，而对“一体性”的遮蔽也是对正义和真理之本性的遮蔽。伽达默尔的“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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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包含自然的一体性（natural solidarity）和宣告的一体性（avowed solidarity）两个维度。①目前国内相关

研究著述集中于“一体性”的实践哲学解读，尚未充分关注“一体性”与伽达默尔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批判

之间的理论演进，也缺乏“一体性”与伽达默尔修辞学认识论的相关性研究。据此，本文主要考察“一体

性”中关于人的语言性存在、修辞学认识和伦理的基本规定及其表现，突出以“一体性”为语言存在特征

的伽达默尔修辞学思想，着力呈现“一体性”与其实践哲学之修辞学进路的作用关系，以推进和拓展伽

达默尔修辞学的诠释学研究。

伽达默尔早期的《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1931年），已蕴含“一体性”的思想雏形，提出了对逻各斯、

语言和谈话的统一性认识的构想：语言的现实性存在于谈话之中，而真正的谈话总是导向一种共同的

语言，一种我们都居于其中且共同理解的语言。话语意义上的逻各斯构成了潜在与现实、有限与无限

的关联。伽达默尔的这些主张，蕴含了回归语言的修辞本性和现实性的倾向，阐明了其共同语言的存

在论基础。依此，伽达默尔的实践理性同时具有理解的应用性和对话结构，这是其复兴亚里士多德的

实践智慧的重要着力点。伽达默尔曾明确指出近代社会中人类“一体性”意识的缺失，呼吁建设一种以

“一体性”的总体意识为主题的社会生活，强调这种总体意识在当代政治生活中的优先性，②并在《友谊

与团结》一文集中阐发了友谊、“一体性”与人类之善三者之间的不可分离性。上述伽达默尔“一体性”

思想的发展脉络表明，“一体性”与伽达默尔语言观的源起和发展联系密切，是其构建语言存在论、修辞

学认识论和伦理思想的重要基础，形成了伽达默尔哲学思想的内在一致性及修辞学特征。

一、对亚里士多德友谊观的承继

“一体性”表明个体与他者、世界之间固有的共同关系，且此共同关系要求每个个体对自己担负责

任。这种共同关系的普遍性和可分享性，不仅是共同的生活形式要素，也是共同生活形式的具体表现。

“一体性”还表明，“我”与语言世界之关系具有先在规定性，更重要的是，“一体性”中的共同关系呈现了

“我”与“你”之间最广泛的交往关系，是比信念、情感、兴趣等更真实、更具根本性的友谊的基础。由此

可见，“一体性”和友谊观都指向人们身在其中的共同关系，且具有不可分离性。伽达默尔还分别在

1985年和 1999年，就友谊与自我认识、友谊与“一体性”问题展开了讨论，这些讨论是对其 1929年马堡

就职演讲中友谊思想的推进和完善。可以看出，伽达默尔前后期友谊观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友谊或

友爱是一种具体的善，是主体间性而非主体性的存在。友谊作为被赋予的东西，超出了任何形式的相

似性或主体意愿，因其自身的可分享性而存在，且意味着人与自我和他人的真正的一致性。这种一致

性主要在人与语言的关系中表现出来。所谓与自我一致主要指一种正确的自我认识，即任何个体都要

在与他者的不断交谈中理解自身具体的语言性存在。在真正的交谈中，我们所倾听和理解到的不是他

者的语言，而是交谈双方的言说的共同性。

首先，“一体性”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生命的友谊的重要发展，生命的友谊是表现于人的全部语言经

验和实践智慧中的存在形式。亚里士多德从情感或善意来界定友谊及其不同的种。从亚里士多德修

辞学的论证要素来看，友谊是演说者所应具备或表现出来的友善品格，友谊使得演说者和倾听者的共

同语言性成为现实，进而影响讲话的具体效果。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友谊是其修辞学说服力的重要尺

度。友谊品格表现为“一种为某人好——不是为自己好——而希望他获得并竭力为他获得我们认为好

① Cynthia Nielsen,“Gadamer and Scholz on Solidarity: Disclosing, Avowing, and Performing Solidaristic Ties with Human
and Natural Others”, in The Journal of the British Society for Phenomenology, 2017, Vol.48, No.3, p.241.
② 伽达默尔、杜特：《解释学 美学 实践哲学：伽达默尔与杜特对谈录》，金惠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

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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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的心情”①。亚里士多德认为，基于有用的和快乐的友谊具有偶然性，只有徳性的友谊才具有本

真性。为朋友或通过朋友而达成的行动，是始于自身的行动。“爱着朋友的人就是在爱着自身的善。因

为，当一个好人成为自己的朋友，一个人就得到了一种善。”②伽达默尔在此基础上发展的“一体性”，包

含情感与人的语言性存在的基本联系。情感属于人的知识、存在的内在维度，符合“一体性”的认识论

延伸。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友谊强调朋友之间互相喜爱的情感，那么“一体性”则侧重每个修辞个体对

他者性的开放、尊重和信任。这样的友谊不局限于品格、利益或倾向的相似性和共享性，这意味着它已

经超越所有社会公共秩序、法权秩序或行政管理的经验范围。亚里士多德的友谊呈现为不同的形态，

比如孩童的友谊、情爱的友谊、家庭的友谊和生命的友谊。生命的友谊以“一体性”突显爱智者与智慧

本身的关系，即爱智慧之“爱”（philo）也应理解为“友爱”（philia）。这种沉思性的友爱使人们通向共同

的奴斯。③“一体性”与存在的关联表明，它可理解为与人类存在的有限性和脆弱性相生的生活形式

的整体性。

其次，伽达默尔将亚里士多德的友谊与语言、理解进行关联，把友谊视为一种理解形式和对话形

式。“一体性”由此成为友谊内在的语言结构的呈现，友谊在人类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中具有核心作

用。④友谊是将所有社会个体真正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友谊在语言现实性中证实自身，并在真正的对话

中统一说话者、倾听者和所说的事情。自爱是亚里士多德友谊观的真正基础，其实践知识以每个实践

者的自我认识为善的最终位置。实践者的自我认识和目标具有一致性，而且它们都呈现了每一个人特

殊的“是”和“何其是”。“一体性”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亚里士多德自爱与自我认识、实践理性的辩证联

系。作为“一体性”的基本原则，自爱既是与自我一致，也是与他人一致。在伽达默尔的友谊观中，自爱

与人们寻求理解和自我表达的本性欲望相关，自爱不同于自我中心或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也不关涉任

何具体德性，而表现为一种揭示自我和他者的生命意义的共同解释。由此可知，共同的生活形式决定

了每个个体的目标都应朝向一种共同的善，“只有能成为本身朋友的人，才能适应共同体”⑤，才能有人

类共同体的真正团结。同时，伽达默尔立足于亚里士多德的友谊观来揭示理论与实践的根本统一，以

及实践理性相对于科学理性的优先性。

最后，生活形式的整体性是伽达默尔和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共同关切。“一体性”和亚里士多德的

友谊均关注人类的生活秩序，构成了凝聚一切间距和具体相对性的话语力量。在“一体性”中，人类共

同生活特指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意义上的生命的友谊。这种生命的友谊比其他任何友谊形态都更理

性。⑥这里的“理性”呼应修辞学中“判断何时使用一个策略以及如何在实际情形中恰当地具体化该策

略的能力”⑦。事实上，伽达默尔并不排斥德性中的逻辑概念，也不认为德性中不存在逻辑。在他看来，

修辞学论证的合理性始终是比科学确实性更深刻、更广泛的社会决定力量。⑧因此，他更倾向于在语言

自身的逻辑本性中来思考德性的逻辑，故人们可以从语言自身的逻辑本性来理解生命的友谊。在伽达

① 亚理斯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4页。

②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38页。

③ May Sim, Remastering Morals with Aristotle and Confuciu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07.
④ Hans-Georg Gadamer, Hermeneutics, Religion, and Ethics, trans by Joel Weinsheim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85.
⑤ 《赞美理论——伽达默尔选集》，夏镇平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135页。

⑥ Eugene Garver, Confronting Aristotle’s Ethics：Ancient and Modern Mor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p.60.
⑦ 沃尔特·约斯特、迈克尔·J.海德：《当代修辞学与解释学读本》，黄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51页。

⑧ Hans-Georg Gadamer, The Gadamer Reader, edited by Richard E. Palmer,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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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尔看来，“我理解”与“我和他者相互诉说了什么”基本是同一个过程。“我”理解了什么，意味着有什么

事情正在发生，也意味着“我”与这个事情的关系域正在形成。在某种程度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表现

出了对人的言说和人的存在之相关性的思考。伽达默尔试图在此基础上开辟一条实践哲学的修辞学

路径，修辞学也被其还原为一种把理解了的东西重新说出来的艺术。

二、“一体性”中的对话伦理

“一体性”所阐发的共同生活形式是修辞个体向道德和精神的普遍性提升。“一体性”的主要伦理目

标是对话共同体或人类道德共同体的构建，这表明伽达默尔后期的研究重心由语言向言说、由普遍性

向特殊性转移，即由德性是什么的理论追问向如何实现具体德性的修辞学思考转移。“一体性”作为“共

同享有的生活”，意味着个体与他者间最广泛的休戚相关性，即“我”与他者共在于世界的“安宅”。这种

相关性形成并作用于每个具体的、偶然的言语行为中。人的有限性对共同体的要求，使“一体性”不仅

与人们共处其中的修辞学情境相适应，同时也呼应人类的历史性存在状况。由此可知，伽达默尔并非

从某种外部道德规范的维度提出“一体性”，而是基于“一体性”与每个人的特殊生存境遇的关联，将“一

体性”回归人类本真的修辞性存在，“一体性”表明言说的有限性和意义的无限性的辩证统一。这意味

着，无论个体是否具有说话能力，无论沉默还是应答，人都已经是承载着某种责任的说话者。在此意义

上，回到事情本身同时具有了回归对话和言说、回归完整的人的伦理学意义。

首先，“一体性”与实践、实践理性的结合构成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的修辞学出路。“一体性”是伽达

默尔“修辞学即伦理学”思想的重要理论证成。一方面，实践是一个包含所有人类行为和自我调整的生

活形式的整体，理论及与之相关的清醒的意识都是实践的组成部分。人们置身其中的“一体性”总是关

联着某种具体的、不断变化的交往关系。这意味着，“一体性”的先在规定性在每个具体修辞学情境中

实现，离开情境的变化和个体特殊性来谈“一体性”有失妥当。修辞学情境中的情感、兴趣和品格等要

素构成了语言共同性的现实载体，也同时体现了“一体性”的所有实践可能性。由此可见，修辞学情境

要素也是“一体性”的基本组成部分，这里体现了“一体性”与伽达默尔实践理性思想的重要联结：两者

都可理解为人类语言共同性的“应用”，都强调言语和行为的统一，且都以共同生活形式规定社会理性

和科学理性的恰当位置。另一方面，在任何修辞学情境中，对话参与者都必须自己判断什么是理性的、

善的，自己选择做什么以及如何做。这些都无法像技术说明那样给出一般定义和评价标准。这样聚焦

于具体德性和参与者之交往关系的伦理学，就具有重要的修辞学维度。离开了对具体修辞情境的把

握，任何有关善恶的总体指导都会丧失效力。“惟有对总体的具体化才赋予所谓的应当以其确定的内

容。”①由此可知，“一体性”要求对话参与者正确理解、解释和传达所处的情境，这是人们作为说话者和

倾听者的社会责任。

其次，“一体性”着眼于现代社会中人的自我异化和交谈无能问题，蕴含着伽达默尔对古希腊修辞

学的政治实践的重构和发展。能言善辩是古希腊城邦制的民主生活的实质，压制辩论则危害到个人的

自由和城邦共同生活。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自由、强调经验和变化的修辞学，属于雅典民主时代的政治

实践的重要内容。智术师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不同修辞观，也表现为不同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

形式。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共和政体的核心是辩论和修辞，②共和复兴的标志之一是以

古典修辞学术语来重新评价公共演讲。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孤独和交谈无能已成为现代技术社会

中人的自我异化的主要标志，这是一种与自身和他者都不和谐、不一致的生存状态。“一体性”以对话共

① 伽达默尔、杜特：《解释学 美学 实践哲学：伽达默尔与杜特对谈录》，金惠敏译，第74页。

② John Harrington, Lucy Series, Alexander Ruck-Keene,“Law and Rhetoric: Critical Possibilities”, in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2019, Vol.46, No.2, p.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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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为伦理目标，表现为一种重构现代人的自我意识和生命意识的伦理实践。

“一体性”的伦理实践性维度突出体现在其与时机概念的理论关联中，即伽达默尔对柏拉图和亚里

士多德修辞学的时机的重要改造。在此，时机既指关于善的生活的知识，也是善的具体的实现活动。

一方面，伽达默尔将柏拉图的时机列入对话辩证法的知识之善，时机意味着一种正确讲话的徳性，而不

仅仅是如何讲话的修辞学规则。由此，时机就与伽达默尔诠释学的中心问题联系起来，时机与理解表

现了同一种应用使命。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时机理论贯穿其修辞学的三种实践形式中，集中表现

了人的生活的中庸之道。就对作为修辞策略的时机的非独断论使用而言，伽达默尔也延续了亚里士多

德时机理论的伦理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时机规约人们在具体情况中去观察和把握正当的东西，并做

出正当的态度和行为。

最后，“一体性”质疑专家社会及其程式化交往的正当范围，并启发人们在对话共同体中构建更合

理的生存观。“一体性”与伽达默尔的教化和良知思想一脉相承，越是“我”的修辞学特殊性，越是“我”与

他者的具体语言关系，才能越清晰地呈现“我”与对话共同体的共在性。反之，以专家意见消解“我”的

情感倾向，或以专家的实践取代“我”的具体教化过程，都会遮蔽本已存在的“一体性”。超出其合理范

围的技术统治破坏人类生活形式的整体性，这在当代专家社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对技术分工及其专

业化的过度依赖，对专家教育的盲目信任，不仅加深了个体在社会中的自我异化，同时也导致了某种共

同生活形态的隔离和肢解。无论专家的作用如何不可或缺，我们所有人的社会实践都无法被替代，对

话参与者的自主决定权更不应被剥夺，否则社会大众可能越来越像没有面孔和声音的职业机器。在

此，“一体性”涉及伽达默尔对技术和实践、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作用的甄别和区分。伽达默尔并不否

定技术和科学理性，他所强调的是实践、社会理性对于构建对话共同体的决定性意义，这两者“在共同

的深思熟虑的抉择中确定共同的目标”①。“一体性”也要求我们实现这种共同目标，并以此作为走出匿

名责任时代的修辞学路径。②“一体性”始终追问人的自由选择，以及这种选择与“善”的关系，始终追问

何为更好的选择以及如何做出更好选择的问题。由此可知“一体性”与伽达默尔教化观的紧密联系，其

伦理学意义在于理论性教化和实践性教化的统一。

“一体性”的伦理维度还表现于对话参与者的修辞学品格和情感，表现为一种情感、认识和欲望相

统一的主体间关系。在对话共同体中，情感本身也是一种判断，即由修辞学风格、布局、语言习惯和论

证形式所呈现的关于论题意义的理解，表达了自我与他者如何成为更好的人的双向期待。“多样化的情

感导致的不是一个统一世界的理解，而是一种统一的品格和一种统一的生活的理解，多样化的感觉为

接近一个科学普遍的统一世界提供了途径。”③“一体性”还蕴含伽达默尔对亚里士多德和海德格尔的良

知思想的新发展，人所共有的善良意志发展了良知在对话共同体中的伦理功能。“凡在人们寻求理解之

处，就有善良意志。”④在“一体性”中，善良意志表现为人们倾听本已存在的时间性、关心人在世界之中

的责任和价值的对话意愿，确证了修辞学的共同语言和对世界的统一解释的合法性。在此意义上，“一

体性”阐明了伽达默尔修辞学作为一种提问、倾听和检验的艺术的诠释学位置。

三、“一体性”所规定的人的语言存在及其真理

在伽达默尔的语境中，语言即修辞，修辞学是在讲话的“现实性”中展开的理解和实践形式，一种共

① 伽达默尔、杜特：《解释学 美学 实践哲学：伽达默尔与杜特对谈录》，金惠敏译，第76页。

② Hans-Georg Gadamer,“Friendship and Solidarity”, in 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2009, Vol.39, No.1, pp.3-12.
③ 加佛：《品格的技艺——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马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年，第181页。

④ 伽达默尔、德里达等：《德法之争：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孙周兴、孙善春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

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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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语言表现自身为普遍接受且不断发展的语法和价值体系。对话共同体阐明了话语实践的存在论意

义，包含关于对话者的品格、情感、兴趣、动机及其言说方式在内的整体考量。“一体性”立足于人类的有

限存在，总是显现为融合不同修辞学情境（政制、文化和风俗信仰等）及其交往关系的原始语言力量。

在语言本体论层面，“一体性”思想中的主要修辞学内涵有：一方面，强调修辞学对话和科学独白式表达

的合理范围，提倡修辞学论题及其问答循环式的话语实践，重建了方法论评价标准之外的审慎、时机和

机敏概念，以保持自身与生活世界的存在关系；另一方面，修辞格（隐喻、模仿、象征等）不仅属于话语形

式和风格范畴，也是事情本身的显现方式，修辞格应从语言的边缘化位置回归至语言的认识论规定中，

回归其与人的有限存在的现实性中。

首先，讲话的“现实性”和修辞的“生活世界性”都是“一体性”思想的重要存在论延伸，表明语言的

修辞本质以及人的修辞性存在的共同性。讲话的“现实性”侧重语言的言说力量，修辞的“生活世界

性”①主要指修辞学描述任何对象和过程的某种共同语言和价值体系，两者都与“一体性”的对话共同体

目标密切相关，对话的参与者都是他者的生活目的而非手段。“语言的言说力量才是核心的和决定性的

事实，而不是它的形式。”②人们讲话的间断性、偶缘性并非讲话行为的不完善性，而是“讲话的生动现实

性（virtualitat）的逻辑表述，它使一种意义整体在发生作用，但又不能把这种意义整体完全说出来”③。

讲话的有限性与人的有限存在是一致的，人类的全部世界经验只有从这种有限状况出发才能得以阐

明，即只有讲话及其现实性才能通达具体的、有限的存在。伽达默尔以讲话的“现实性”来说明存在的

根本语言性，此语言性是指修辞学的共同语言，是自身逻辑性始终起作用的语言。讲话的现实性也与

人类知识的界限相对应，正如讲话必然保留没有讲出来的东西那样，存在者也拒绝精神自我的完全展

现，由此形成了伽达默尔修辞学真理意义上人类知与不知的界限。理解和对话不仅使人获得一种理性

的普遍性，更重要的是，赋予个体关于所有人类事务的一种普遍的和共同的感觉，这反作用于人的自然

讲话能力向普遍性的提升。伽达默尔反对将文本意义等同于他者情感体验的心理主义，也反对以文本

为历史考证对象的客观主义，理解中生成的共同语言可能限定了人们未来的交往形式及其认识，但也

蕴含对这些限定的克服。

其次，“一体性”承认不同个体存在的差异和矛盾，并始终向否定性的语言经验开放，“一体性”所规

定的存在者之间的修辞学联系主要表现为主体间性。“一体性”的共同语言的重心在“异”而非“同”，

“异”应理解为“异中之同”，有别于普遍同化的观点。“异中之同”实际上是在言说的共同性中处理不同

个体的信念、习惯、情感、兴趣等差异，而人的个体性在根本上由语言先在决定。从人的语言存在意义

看，这些差异越显著，言说的共同性就越原始、越根本。由此可见，人的语言存在、知识与其具体呈现之

间具有不可分离性，④“一体性”并不简单等同于某种公共意识或公共利益。任何公共意识与主体自觉

相应而生，以公共意识界定“一体性”就意味着，修辞个体都需有意识地将自身与其所在的共同体区别

开来，并在区分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之前就将两者作为知识的对象，进而将知识范围狭隘化为主体意

识的对象。因此，主体性理解仅仅是某一时刻被带入眼前的东西，⑤而“一体性”强调每个个体在传统和

语言中的修辞位置及其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一体性”对“异”的侧重突出了语言的言说力量：“异”是

① 《赞美理论——伽达默尔选集》，夏镇平译，第156页。

② 理查德·E.帕尔默：《诠释学》，潘徳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67页。

③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second revised edition）, trans by Weinsheimer J., Marshall D.G., London:
Continuum Publishing Group, 2004, p.454.
④ Rudolf Bernet,“Gadamer on the Subject’s Participation in the Game of Truth”, in 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 2005,

Vol.58, No.4, p.792.
⑤ Darren R. Walhof,“Friendship, Otherness, and Gadamer’s Politics of Solidarity”, in Political Theory, 2006, Vol. 34,

No.5, p.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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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自我和世界的必要条件，异中之“同”是与每个修辞学情境、每个个体存在的生命偶缘性相协调的

具体的“同”，这就是伽达默尔意义上的话语实践的合力作用。当然，语言的言说力量不应局限为有声

的话语，同时也包含伽达默尔所谓的灵魂内部的谈话。书写、绘画和其他艺术形式也可被理解为言说

着的“主体”，言说的合力作用规定着理解的有效性和意义。

再次，“一体性”中语言、逻各斯和知识的统一形态是伽达默尔修辞学真理观的重要表现。“一体性”

主要从语言存在论维度阐发真理问题，理解的真理从思维和语言的融合扩展为存在、思维和语言的大

融合，凸显了某种修辞学特质。①这种融合也符合赫尔德关于语言起源的观点，即“人的思想的链带也

即词语的链带”②。“一体性”主张真正的知识的事件性，以及知识与经验之间的否定性关系，“一体性”也

可理解为真理的“显现方式”。③同时，伽达默尔发展了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与实践智慧的认识论维度，

“一体性”表明其修辞学形式与内容、手段和目的、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只要文本和其他历史传承物在

向人们诉说着什么，其所诉说的东西就是真的，因为人们只能在这些诉说中认识自身、检验自身并构建

某种生存意义。由此可知，“一体性”的真理要求就内在于语言之中，并通过语言的言说力量而成为现

实。说服目的在修辞手段的考虑和选择中得以具体化，讲话者如何实施论证、如何协调风格和布局都

不能预先习得，它要求一种置身具体情境中的自我协商，这也可以理解为伽达默尔诠释学意义上的自

我谈话。在此存在论意义上，伽达默尔的修辞学真理是指在讲话中生成的人与世界之意义关系的所有

现实可能性，是在对话共同体中有效且与人类否定性经验共生的事件。

另外，“一体性”内含个体性和公共性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辩证运动，具体表现为不同语言表

达方式趋向某种公共语法或共同意见的对话辩证法，“一体性”表明自身是古典修辞学的整体和部分原

则的新应用。古典修辞学很早就注意到词、句、章之间的认识循环关系，并将其作为基本的修辞原则，

即从部分理解整体并以整体理解部分。柏拉图称之为划分的程序或整体和部分的辩证法。《斐德罗篇》

特别强调文本的“解剖学”，即讲话和写作的有机体式的生命结构。《巴门尼德篇》指出，修辞话语的歧义

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意义的整体，而不是需要被消除的、被分离的部分。柏拉图整体与部分的辩证

法，深刻影响了伽达默尔的语言观和修辞学真理观的形成。在此基础上，伽达默尔主张语言和说话的

全部基础是比喻或者歧义性，④语言的逻辑本性事实上超越了数学的确实性，真理只能在讲话的现实性

中获得。真正的讲话者都处于共同的真理事件中，并随着新的一致意见的生成而结合为新的对话共

同体。

结 语

伽达默尔的“一体性”主张人的语言存在的现实性和人类生活的整体性，人类共同的生活形式呈现

于修辞学的共同语言及其所规定的人类自我理解中，并且此共同语言也使得事情的自我显现成为可

能。在此意义上，“一体性”集中体现了伽达默尔修辞学的存在论、认识论和伦理维度的合法性和可能

形式。“一体性”与修辞学的共同语言构成了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共生关系：“一体性”与伽达默尔修辞

学中的时机、情感、自我异化、主体间性和对话辩证法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连续性，修辞学之为伦理学

和实践哲学的界定也是“一体性”思想的必然延伸，对话共同体以讲话的“现实性”和修辞的“生活世界

性”为基本的语言架构。“一体性”蕴含了伽达默尔关于理解、言说、应用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规定，集中

① Jean Grondin, Hans-Georg Gadamer: A Biograph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96.
② J.G.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88页。

③ Georgia Warnke,“Solidarity and Tradition in Gadamer’s Hermeneutic”, in History and Theory, 2012, Vol.51, No.4, p.11.
④ Hans-Georg Gadamer, Dialogue and Dialectic: Eight Hermeneutical Studies on Plato, trans by P. Christopher Smith,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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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一种与人类语言存在的有限性和实践性普遍相关的修辞学。

伽达默尔将人类共同的生活形式立基于语言的现实性中，即由讲话所规定的语言与思维、语言与

存在、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一方面，“一体性”与其友谊、对话共同体思想相通，其所体现的人与自身和

他者的对话关系揭示了一种最广泛的休戚相关性。人如何理解和表达其所处的具体修辞学情境不仅

体现了其修辞学品格，还构成了其世界意义定向的全部内容。另一方面，“一体性”还与伽达默尔的语

言存在论、认识观相通。正确的自我认识既要回到事情本身，也要求与自身一致（自爱）。“一体性”中言

说的原始意义表现出真理问题和德性问题的趋同性，因此，修辞学的说服力能够达成某种真理形式和

具体德性的统一。“一体性”反映了伽达默尔对于现代技术问题、专家社会以及人的自我异化趋势的积

极思考。它表明对话共同体是一种生存论意义上的必然，而非某种先验规定或外在伦理规范。需要注

意的是，“一体性”未能真正说明劳动实践对人类生活的决定性作用，也未充分考察人的言说力量的局

限性和其他实践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以话语实践的普遍性遮蔽其他实践手段的片面化倾向，有待

于进一步厘清话语实践和人类劳动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整体而言，“一体性”对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现

代社会矛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目标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责任编辑 付洪泉］

Rhetoric Approaches in Gadamer’s Concept of“Solidarity”

YANG Li, QIN Ming-Li
Abstract：“Solidarity”run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Gadamer’s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and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his critique of Plato’s and Aristotle’s rhetorical thoughts, concentrating
on the practical and rhe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is hermeneutics. By analyzing the ethics of dialogue and the
prescriptive nature of linguistic being in“solidarity”, it can be seen that“solidarity”covers three dimensions
of human linguistic commonality, finitude of being and practical rationality, constituting the unified form and
the problematic domain of Gadamer’s rhetoric and ethics, which is a clarification of the rhetorical being
shared by human beings. At the same time, Gadamer develops Aristotle’s idea of friendship as a form of under‐
standing and dialogue, laying the foundations for a truly unified form of speech and practice, knowledge and
virtue in his rhetoric. The“solidarity”delineates the rational scope of expert society and its technical division
of labour, effectively responding to the current crisis of human survival and serving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Gadamer, solidarity, rhetoric, dialogu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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